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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考
张 婷 婷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设的一项高级文官培养制度。授职是 最 后 一 环，随 着 整 个 制 度 的 发 展 不

断完善。成化以后，授职主要集中在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少许部属官者，而翰林尤重；对于庶吉士中 不 可 避

免的起复和病痊者，其授职也逐渐更为合理。同时授职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亦出现了有失公允的情况。

但是总的来说，明代庶吉士的散馆授职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国家输送了众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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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在科举制度基础上所创设的一种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的制度。洪武十八年

（１３８５），明太祖朱元璋将新晋进士授官之后，又因其都尚未经历世事，故特别优待，让他们观政于诸

司，并依据甲第的等级给予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

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１］卷１７２，洪武十八年三月丙子。庶吉

士制度由此正式创设。永乐三年（１４０５）正月壬子，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于

新进士中选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２］卷３８，永乐三年正月春壬子。庶吉士开始专于在翰林院进行学习。

之后庶吉士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考选、培养、考核、授官程序：每科殿试之

后，从二甲三甲进士中再考选优异者进翰林院学习，在学期间由皇帝选派的教习人员对之进行悉心

培养和考核，学成之后根据成绩授予官职，谓之散馆。

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庶吉士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厚①。散馆授职作为庶吉士制度的最后一

环，其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士子的仕途命运，而且对于明代国家文官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亦

发挥着关键作用，故对其的研究很有意义。而在前人对于庶吉士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对此虽多有所

论及，不过因其论文篇幅较小，且关注点较多，故对于散馆授职的情况多数文章主要是概括性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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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早对明代庶吉士进行研究的为日本学者，如山本隆义的《关 于 明 代 的 庶 吉 士 之 制》（《香 川 大 学 学 艺 学 部 研 究 报 告》１－１２，

１９５９）和五十岚正一的《关于明代庶吉士的设定》（《新泻大学教育学部纪要》７卷１号，１９６６年）。此后阪仓笃秀对庶吉士制度以及更具体

的成化元年之散馆请愿和弘治年间之徐溥庶吉士制改革进行了研究：《关于成化元年的散馆请求———明朝庶吉士制度检讨》（《东洋史研

究》４６卷３号，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和《徐溥的庶吉士制改革案》（《关西学院大创立１００周年文学部记念论文集》，１９９０年）。国内，大陆地区庶

吉士研究的开启者为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拾零》，《安徽史学》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于庶吉士制度的研究

逐渐兴盛，郭培贵在《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秋之卷第１６５页）对２００７年之前的庶吉 士 研 究 状 况 进

行了总结概述，本文即不再赘述。整体上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关注点主要在庶吉士制度的阶段发展和考选、培养和散馆等整体性特征

以及作用、弊端的概述和探究上。２００７年之后对于庶吉士的研究主要有：郭培贵《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 分 布 及 其 特 点

考述》（《文史》，２００７年第１辑）、王红春《明永乐初二十八宿庶吉士初探》（《科举学论丛》，２０１０第１辑）、郭培贵《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

其特点》（《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等，开始专注于对于庶吉士群体的考证和分析。台湾地区，最早是傅显达在《明代翰林院之组织与

职权》（《中国行政》，第３０期，１９８０年）中对于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和得失有所探讨。王淳庆《清华之选———明代庶吉士考选与教习馆课变

迁考》（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２０１２年硕士毕业论文），是笔者目前所看到的研究庶吉士制度最为全面和细致的论文，其注重以时

间为主轴、从历史背景来检视庶吉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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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未专门探究。当然，其中也有探究比较深入的，如阪仓笃秀的《关于成化元年的散馆请求———明

朝庶吉士制度检讨》和王淳庆《清华之选———明代庶吉士考选与教习馆课变迁考》。阪仓笃秀以成

化元年的计礼等人请愿大学士李贤散馆之事为据，指出成化朝已经出现教习不实的情况，且对成化

之前的散馆授职状况进行了梳理，并由此全面探讨庶吉士制度；王淳庆则在其文中以成化时期为界

对庶吉士散馆授职的一般情况进行了大致论述。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力求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

庶吉士散馆授职的一般情况、丁忧养病庶吉士散馆授职的制度化和其他一些非遵制授职者等三方

面对明代庶吉士的授职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细致和全面的梳理，希望对于整个庶吉士制度的研究能

够有所裨益。

一、庶吉士授职的一般情况

“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３］卷７０《选举志二》这是《明

史·选举志》中对庶吉士授职的记载。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因为随着整个庶吉士制度的成熟，授职

制度在不断完善，到成化以后才基本达到上述所言之程式，同时亦有授部属官者。编修、检讨作为

翰林官，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和高级官吏的储备军，为皇帝决策提供参考建议，迁转皆为皇帝裁

决，贵为 清 华 之 选，地 位 颇 重；给 事、御 史 等 科 道 官 不 仅 司 职 纠 劾 督 察，是 “朝 廷 耳 目 之

官”［４］卷１０《掌铨题稿·考察科道官疏》，且封驳谏议，可以影响国家重要决策的实施，故其地位虽不及翰林官，但

是亦非常重要；而部属为六部各司的属官，负责具体执行事务，虽然作用也可不小觑，但是地位却无

法与前两者相较。所以三者的影响和地位由高到低，不可同日而语。

在制度的初创阶段，庶吉士考选之后“有办事者，有读书者，有修书者”［５］卷５《纪官上·庶吉士》。洪武十

八年首次考选，杨靖直接被授为吏科庶吉士，郭资户科，徐旭礼科。永乐二年科选１２３名庶吉士，其
中有习文、习书、修书以及诸司办事进士改者。比如习文庶吉士李时勉预修《太祖实录》，余学夔、涂
顺和永乐九年科庶吉士刘永清、黄寿生、陈璲、陈用参与修四书、五经以及《性理大全》等。直到宣德

八 年 （１４３３）十 一 月，明 宣 宗 还 “令 吏 部 改 进 士 为 庶 吉 士，与 知 县、教 谕 俱 历 事 六 科 以 备

用”［６］卷１０７，宣德八年十一月己酉。所以从洪武十八年到宣德末，虽然庶吉士有专于进学者，但是多数还是以办

事为主要职能，故其最后授职亦没有较多的限制，翰林、科道、部院、内阁中书官、地方官等皆有之。

而在正统之后，庶吉士的授职由于其与翰林、内阁关系的逐渐密切而发生变化：不再外授，而留

翰林者日益增多。这首先始于正统 元 年 的“庶 吉 士 止 入 翰 林”［７］卷３《庶吉士铨法》。众 所 周 知，“翰 林 官 为

近侍清贵之职，凡迁转皆出自上裁，未尝付诸铨衡”［７］卷５《迁转》，且 大 多 以 后 得 拜 高 位，所 以 众 人 垂 涎

之。而庶吉士的翰林进学在经历了永乐三年春二十九人进学文渊阁、宣德九年三科共同进学的阶

段之后，逐渐体现出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如宣德时期进学的庶吉士除馆师教授日常学业外，

还有“三杨先生为之师，在东阁，时时召诸吉士，出百司章奏示之，问所当罢行及古今政治同异成败

之状”［８］卷１２《赠太史董君用均予告序》。才识、品行俱优者留之翰林。这样的培养模式无疑更有助于优秀 官 员

的选拔，所以正统元年科始定“庶吉士止入翰林”，专于学习，成为翰林官的预备人才，散馆后留为翰

林的机会大增。其次是翰林入阁。永乐初，明成祖为解决无相之题，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人入值文

渊阁，参与机务，内阁制度建立，英宗三杨辅政时内阁权力加重，此后便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天顺

二年之前，虽然阁臣不拘出身，“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３］卷７０《选举志二》，但是翰林出身的阁臣在阁臣总

数中占的比例是不断增加的，从宣德元年到天顺元年，“入阁者２１人，只有王文、薛瑄、李贤３人不

是翰林官出身”［９］。所以翰林官已成为内阁的主要来源，地位非常重要。但是景泰年间“陈循辈私

其所举，以杂流冒铨，一时翰苑多委靡昏钝浮薄之流，吏部不敢别调”［１０］卷８６《职官考》。这给翰林官的培

养造成很大困扰，故天顺二年大学士李贤借修《寰宇通志》之机奏定纂修专选进士，自此“非进士不

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３］卷７０《选举志二》。

从正统十年（１４４５）到天顺元年（１４５７），翰林出身的阁臣有１３名，高榖、张益、江渊、萧镃、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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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许彬等６人为庶吉士出身，庶吉士俨然已经成为阁臣的重要来源。且考究史料，他们中的多数

人亦真正能够对国政有所裨益。以萧镃为例，其为宣德二年进士，宣德八年选庶吉士，授编修，正统

初预修宣庙实录，景泰 二 年 入 文 渊 阁 兼 学 士，其 不 仅 反 对 景 帝 易 储，还 尝“因 天 变 上 疏，论 时 政 甚

切”［１１］卷３《文渊阁学士阶户部尚书萧镃》。此外，在未入阁的庶吉士出身官员中也不乏优秀者，如永乐二年科庶吉

士王直，“学富才敏，持铨廉慎”［１２］卷３３，英宗天顺六年，散馆授编修，预修高庙实录；仁宗即位预修两朝实录，

并担任宣德三科庶吉士教习官；正统时拜吏部尚书，英宗亲征也先，王直率廷臣上疏抗争；景泰初进

少傅兼太子太师，天顺初致仕。正是由于这些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在本职工作中政绩显著，反过来促

进了庶吉士与翰林、内阁的密切关系，“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３］卷７０《选举志二》。这样一套官

员培养和升迁的模式，不仅使庶吉士个人为谋求更好的仕途而冀望留之翰林，同时也促使着国家用

增加授职翰林比重的方式来达到更大范围的储才目的，所以庶吉士授职于翰林的比重渐有大开之

势。成化十四年科庶吉士２８人，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十二月散馆，２５人授职，１３人为翰林院，这在庶

吉士授职史上前所未有，所以史称“庶吉士之留馆在翰林者，至是盛矣”［７］卷３《庶吉士铨法》。

成化以后，随着亦“不授中书”［７］卷３《庶吉士铨法》，庶吉士授职就主要集中在了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

少许为部属官者。程序上，散馆时“从公考试，评品文字高下，拟开等第名次，封卷上进，恭候圣明裁

定施行”［１３］第３册，ｐ６６７。上卷依原中进士甲第铨注，二甲者授编修，三甲者授检讨；中卷授科道部属官。

而实际授职时，翰林尤盛。如文末所附《明代各科庶吉士留翰林人数统计表（景泰五年科———崇祯

元年科）》显示，弘治十五年科、正德六年科、嘉靖十四年科、嘉靖三十二年科等科散馆授职时，留翰

林的比例均过半数。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庶吉士散馆则皆授翰林和科道，无一郎署，“以前三科不

选馆，故特优之”［１４］卷１０《词林·庶常授官》。隆 庆 二 年 科 散 馆，本 来 亦 依 乙 丑 科 故 事，皆 授 翰 林、科 道，但 是

“刘应麒、徐秋鹗愿授部属，从之，俱礼部主事”［１５］卷４３，隆庆四年三月丙子。

翰林官在院期间掌制诰、纂修，备顾问，深谙治国大政、典章制度以及历史经验教训，所以在担

任高官、进入内阁后能比较熟练和高瞻远瞩地处理政务，作用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庶吉士留授翰林

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导致许多人因缺乏基层政事的历练而实践经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政务的及时有效处理。于是万历时期诸多有识之士对庶吉士的散馆提出改革建议，要求控制授职

翰林人数。如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二月，吏部议覆礼科给事中王三余题，“今后凡遇科年考选吉士，率
以二十余人储养成才，留授编检官无过七八辈，其余酌量才品分授科、道、部属等官，著为定例，永远

遵守”［１６］卷１７１，万历十四年二月己巳。但是实际授职翰林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依文末附表所示，留翰林人数只

在万历十四年科和万历十七年科执行了八人之数，之后数量开始不断增加。万历三十五年大学士

朱赓再次提 出“定 授 职”之 请：“壬 辰（万 历 二 十 年———笔 者 注）十 八 人，留 翰 林 者 九 人，正 为 适

中。”［１６］卷４３６，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丙午 但是从附表中可以看到，半数留馆的题请亦未得到执行。且考《明实录》和
《崇祯长编》，从万历十四年科到崇祯元年科共十三科，散馆考试后，除万历三十五年科潘润民和崇

祯元年科的梁衍泗二人授职为礼部主事外，其余再无一人授职部属官。

综上所述，明代的庶吉士授职，初期 为“馆选散授，不拘 内 外”［１７］卷３２《翰林院》，正 统 之 后 不 再 授 外，

而以翰林和科道为主，辅以部属官，且翰林尤重。万历时期部属官亦很少再授。这一方面说明国家

非常重视对其的培养和任用，但另一方面，授职翰林过多也会造成基层实践经验的缺乏，影响了这

些官员的成长，而一些有识之士为之所作出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效。不过在总体上来说，庶吉士的

授职还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模式，为国家输送了许多文官人才。

二、丁忧养病庶吉士之授职

随着明代社会和政局的发展，在皇帝怠政时有发生、当权阁臣几乎把持朝政的情况下，庶吉士

的授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起复庶吉士不授翰林而量授科道的旧例被打破即是如此。

庶吉士在读期间，丁忧养病者时而有之，不可避免。对 此 明 朝 政 府 有 明 确 的 规 定：“庶 吉 士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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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养病到部，同馆俱已 授 职 者，仍 由 内 阁 查 其 在 馆 久 近，平 日 考 校 名 次，题 应 授 官 职，本 部（指 吏

部———笔者注）拟缺题授。”［１８］《文选·求贤》且“旧例，庶吉士服阕未 经 考 校 者，量 授 科 道 或 部 属 官，无 再

送读书者”［１９］卷４０，正德三年秋七月乙丑。万历时人沈德符在《万 历 野 获 编》中 也 写 道：“旧 例，吉 士 散 馆，各 授

词林、台省、部郎等官，其选改而未经考校以忧去、服阕而至者皆竟授他官，无留补史官之例，亦无再

与新吉士同列之例”［１４］卷１０《词林·庶常再读书》。比如：永乐年间，永乐二年（１４０４）科庶吉士周忱、李时勉在

丁忧起复之后皆授刑部主事；永乐四年科庶吉士王瀹在永乐七年七月“起复，授诸皇孙经，拜左春坊

左司直郎”［１２］卷２９，代宗景泰元年；弘治六年（１４９３）科庶吉士吴蕣丁忧服阕，授吏科给事中；弘治十八年科庶

吉士闵楷于正德二年服除，授礼科给事中。

丁忧养病庶吉士在馆读书时间不足，故授职不留翰林在情理之中，而在正德三年（１５０８）七月，

这一旧例被打破。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科庶吉士孙绍先丁忧归来，“冀留翰林，托其同年检讨段炅为

言于大学士焦芳”［１９］卷４０，正德三年秋七月乙丑，遂愿，入院肄业，后授翰林院检讨。焦芳为当时的 掌 权 阁 臣，

与宦官刘瑾勾结，里应外合，把持朝政，段炅为其党羽，其将孙绍先复馆，借机笼络人心，在实质上破

坏了庶吉士的常规授职模式。此后，虽然起复、病痊庶吉士亦有授职科道者，但是授职翰林开始常

态化。如正德十六年庶吉士张治病痊后授编修，嘉靖十四年科庶吉士张绪服阕后授检讨，嘉靖三十

二年（１５５３）庶吉士病痊王学颜授编修，隆庆二年服阕庶吉士李长春授编修，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庶吉

士郭正域服阕授编修等。但是据笔者阅读范围所及，直到万历二十一年之前未有复馆再读书者。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万历十七年科庶 吉士傅新德病痊后至京后复馆，因 大 学 士 王 锡 爵 题 请 其

“清才、美器本堪即授馆职，但其年甚少，正当进学之时，而在籍日久，未与散馆之列，与其遂优之以

官职，不若且勉之以进修，查得先朝有三科庶吉士一并教习之例，合将傅新德仍送入馆，与同科庶吉

士一体从师读书”［１３］第４册，ｐ４３２。其最终在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散馆时授检讨。

而丁忧养病庶吉士复馆读书然后授职的制度化始于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大

学士赵志皋、沈一贯题请将起复到部的万历二十三年科庶吉士高承祚、梁有年照万历二十一年庶吉

士傅新德病痊到京之后送馆教习之例，使二人“仍行复馆，与见在庶吉士一体读书考试，散馆之日，

并题分别拟授。以后起送庶吉士，不论丁忧、养病、给假，凡未经散馆者，俱照此例，不得陆续题授，

永为遵守”［１３］第６册，ｐ２５７，得到万历皇帝的批准。查《万历起居注》，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后阁臣有关丁忧、

养病、给假庶吉士授官的题请中，几乎 都有“查得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题奉钦依”的 记 述。并 且 起

复、病痊及给假庶吉士的最终授职仍然依试卷等级和甲第而定，即“从公考试，评品文字高下，拟开

等第名次”［１３］第３册，ｐ６６７。如万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沈一贯、沈鲤、朱赓题请令万历二十六

年科起复庶吉士张光裕、孟时芳仍送馆学习，“散馆之日，品题分别授官”［１３］第７册，ｐ７０５－７０６。万历三十五年，

二十九年科庶吉士龚三益、戴章甫起复后同时考试授官，龚三益授编修，而戴章甫为礼科给事中。

孙绍先的请托留馆，本来是一种破坏正常授职制度的做法，但是万历时期统治者顺应时势，将这

种破坏转而发展成为针对丁忧养病庶吉士群体的一种更有效的培养机制，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整个

庶吉士授职体系的完善。毕竟庶吉士中不可避免有丁忧养病者，复馆不仅是为庶吉士个人提供了重

新学习以便其仕途更好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还在实质上保证了这些后备人才的基本政治素质

和处理政务的能力，这对于明朝整个高级文官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统治秩序的稳定都有所裨益。

不过，也有不经入馆再学习便授职的特殊情况出现：万历三十一年九月，十七年科庶吉士蒋孟育

服满起送到院，复馆未蒙批允，遇散馆一体考试授职。万历三十五年，二十九年科庶吉士龚三益、戴章

甫起送后，具题复馆，未蒙批允，后亦直接与三十二年科庶吉士一起考试授官。万历三十七年，三十二

年科庶吉士汪元极同样是经阁臣题请复馆后未蒙批允，终与见任庶吉士一体考试授官。但从客观上

来说，这些特例与万历二十六年所定规制并不冲突，因为其虽未复馆，但亦是通过考试授职，在基本素

质方面是有保证的，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万历后期明神宗的怠政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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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非遵制授职者

所谓其他非遵制授职者，指的是外力因素作用下，没有根据庶吉士在翰林院期间的学业成绩进

行授职者。这其中，既有谪降者，如成化元年，天顺八年科庶吉士计礼等入阁请求散馆，并顶撞阁臣

李贤，李贤甚怒，明日请授职，“罚礼观政刑部，又数月拜南京刑部主事”［１１］卷１０《公署》。亦有升迁者，如

正德三年科传奉庶吉士邵锐、黄芳、刘仁授职为编修；再有如万历十七年科浙江一庶吉士原授职礼

部主事，“终以坐师次揆许新安力，授御史”［１４］卷１０《词林·庶常授州县》。崇祯时期，庶吉士授职更是出现了超

擢。崇祯元年科庶吉士刘之纶在崇祯二年十月上疏言兵事，十一月超擢为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

政。当然，此例我们可认为是其在明朝末期动荡政局下的特殊产物。

而在非遵制授职中，外官的授任更具有代表性，因为正统以后，庶吉士散馆原则上不再授外官。

但是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外补者却亦有之。如：

　　弘治十八年乙丑科庶吉士倪宗正“以逆瑾，目为刘谢党，出知太仓州。”［２０］卷５１《倪宗正》

正德十四年八月辛巳，正德十二年科庶吉士散馆授职，“江晖、马汝骥已拟授编修，王廷陈、

汪应轸拟授给事中，曹嘉拟授御史，以尝言事忤旨，俱令补外。晖广德州，汝骥泽州，廷陈裕州，

应轸泗州，俱知州。嘉，大名府推官。”［１９］卷１１７，正德十四年八月辛巳

正德十二年科王邦瑞因其“女适光阳王”［１２］卷５２，武宗正德十六年，出为广德知州。

嘉靖五年丙戌科庶吉士无一人留馆，且有李元阳、王格、张铎、连矿四人外补，俱知县。因

大学士“张璁谓庶吉士皆乳臭，不堪教养，又不当科道，止就其榜第铨除，于是无一留。盖初入

相，庶吉士不往揖，嗛之。”［１２］卷５３，世宗嘉靖六年

四个事例，皆为政治原因所致：正德十二年科的五人因反对武宗南巡而言事忤旨，王邦瑞因宗

戚不得在京为官的明朝定制。而弘治十八年科的倪宗正和嘉靖五年科四人的外补，则是因为朝廷

的党争牵涉。此后，庶吉士在授职时还有因党争被直接削籍者。如天启七年七月对天启五年科庶

吉士授职，魏忠贤借机打击异己，“杨汝成、闪仲俨、马之骥、刘垂宝并系门户削籍。仲俨、之骥以出

姚希孟（《天鉴录》中被列为东林党———笔者注）门。垂宝，铎（刘铎，扬州知府，天启六年因反对魏忠

贤专权被害———笔者注）之弟”［１２］卷８７，熹宗天启七年。

上述这些非遵制的授职情况，无论是谪降、升迁，抑或是外补、削籍，实际上都是对庶吉士制度

正常授职程序的一种破坏，同时严重损害了整个明代文官体系人才选拔和任用的权威性。

明朝中后期党同伐异、贿赂公行、徇私舞弊的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庶吉士的非遵制授职所体现

出的政治制衡和斗争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更深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庶吉士制度与党争之间

关系的密切。正如日本学者山本隆义 所 言，庶吉士制度“原是为培养充任天子颐使的官 僚 而 制 定

的，但因宰相多出身于庶吉士，于是自然被朋党化”［２１］２９８。换言之，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现象在庶吉

士授职中的渗透和庶吉士制度对于党争的间接促成两者之间是相通的。虽然庶吉士和党争的关系

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庶吉士制度所衍生出的翰林出身的认同感确实加剧

了朝臣之间结交的日益朋党化，而结党现象和党争的激烈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庶吉士考

选和授职的公平性。

四、结　语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所创设的一项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的制度，它在发展

中不断完 善，为 国 家 培 养 了 大 批 有 作 为 的 官 员，有 明 一 代，“名 卿 硕 辅，繇 此 途 出 者 十 之 八

九”［２２］卷２《刻历科词林馆课序》。这对整个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朝能够

存在近三百年的历史，庶吉士制度的重要贡献应该包括在内。而散馆授职，作为庶吉士制度的关键

一环，作用更是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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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庶吉士的授职制

度亦是经历了这一过程，逐渐实现了其更为规范化和合理化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外部政

治因素的掺杂破坏了庶吉士授职的公平性。而这种破坏造成的不良影响对后世有重要的 警 示 作

用：只有在政治清明的良好外部环境下，一项制度的健康运行和深入实施才能有所保障，这项制度

亦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并更好的发挥作用。
附：明代各科庶吉士留翰林人数统计表（景泰五年科———崇祯元年科）①

科次 授职时间 授职总数 留翰林数 留翰林比例

景泰五年科 景泰七年五月丁丑 １７　 ４　 ２３．５３％
天顺四年科 天顺六年九月庚子 １３　 ６　 ４６％
天顺八年科 成化元年八月辛丑 １６　 ６　 ３７．５％
成化元年科 成化三年十月丁未 ２１　 ６　 ２８．５７％
成化五年科 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卯 １１　 ５　 ４５．４５％
成化十四年科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乙丑 ２５　 １３　 ５２％

成化二十三年科
弘治 二 年 十 一 月 甲 子、戊

辰②
２５　 １０　 ４０％

弘治六年科 弘治八年十月辛酉 １６　 ５　 ３１．２５％
弘治九年科 弘治十一年十月戊辰 １７　 ７　 ４１％
弘治十五年科 弘治十七年十月庚午 １４　 ８　 ５７％
弘治十八年科 正德二年十月戊寅 ２３　 １０　 ４３．４８％
正德三年科 正德四年七月庚申 ４（１名弘治十八年科） ４　 １００％
正德六年科 正德八年十月庚子 ２４　 １７　 ７０．８％
正德十二年科 正德十四年八月辛巳 ２６　 １１　 ４２．３１％

正德十六年科 嘉靖元年十一月癸亥、丙寅 ２１　 ６　 ２８．５７％

嘉靖五年科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丑 １９　 ０③ ０％

嘉靖十一年科
嘉靖十 三 年 十 二 月 戊 午、
辛酉

２１　 ７　 ３３．３３％

嘉靖十四年科 嘉靖十六年正月乙巳 ３０　 １９　 ６５．５２％

嘉靖二十年科
嘉靖二 十 二 年 十 月 丁 酉、
十一月壬寅

２６　 １２　 ４６．１５％

嘉靖二十六年科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戊申 ２７　 １０　 ３７．０４％
嘉靖三十二年科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己巳 ２２　 １１　 ５０％
嘉靖四十四年科 隆庆元年三月戊午 ２６　 １２　 ４６．１５％
隆庆二年科 隆庆四年三月丙子 ２３　 １４　 ６０．８７％
隆庆五年科 万历元年五月戊子 ２２　 １２　 ５４．５５％
万历五年科 万历七年九月己巳 ２２　 ９　 ４０．９１％
万历十一年科 万历十三年闰九月戊午 ２３　 １０　 ４３．４８％
万历十四年科 万历十六年十月庚寅 １８　 ８　 ４４．４４％
万历十七年科 万历十九年八月甲辰 １５　 ８　 ５３．３３％
万历二十年科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丙子朔 １５（１名万历十七年科） ９　 ６０％
万历二十三年科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庚申 １３　 １０　 ７６．９２％
万历二十六年科 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壬申 １９（３名万历二十三年科） １２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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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表以当科统一正式散馆时所授职人员为准，所以与当科所考选人数并不一致（当科推迟散馆者不在此范围内，但有前科丁

忧养病复馆者）。史料来源主要为《明实录》和《国榷》，并参考郭培贵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尤 其 是

“留翰林比例”，多参照郭书。因制度前期的不成熟，洪武十八年科至景泰二年科，庶吉士散馆授职尚未制度化，散馆时间比较分散，且有

诸多不详者，无法比较精确统计留翰林比例。而崇祯四年科授职情况亦多不详，崇祯十六年科未及授职时明朝灭亡，故本表时间设定取

自景泰五年科至崇祯元年科共３９科。

有两次授职时间且间隔较短者，是因为翰林官和科道、部院官分为两次分别授职，下同。

因大学士张璁授意，无一人留为翰林官。



万历二十九年科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癸酉
２２（１名万历十 七 年 科，１名 万 历 二 十 三

年科，三名万历二十六年科） １４　 ６３．６３％

万历三十二年科 万历三十五年四月乙未
２０（３名万历二 十 九 年 科，１名 万 历 二 十

六年科） １４　 ７０％

万历三十五年科 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丙午 １６（５名万历三十二年科） １１　 ６８．７５％
万历四十一年科 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己丑 １７　 １２　 ７０．６９％
万历四十七年科 天启元年七月己巳 １５（１名万历四十一年科） １３　 ８６．７％
天启二年科 天启四年正月癸酉 ２７（１名万历四十七年科） ２０　 ７４．１％
天启五年科 天启七年七月丙戌 １１（２名天启二年科） １０　 ９１％
崇祯元年科 崇祯三年六月丁卯 １９　 １１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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